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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全球面临着气候变暖、资源能源枯竭与生

态环境破坏等危机，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下的环境经济地理学应运而生，将为缓解全

球环境危机以及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转型提供新视角。环境经济地理学概念在２００４年德国科隆

举行的环境经济地理学会议上被首次提出，试图采用演化制度主义理论与绿色技术－经济范式，将

环境因素融入经济地理分析之中，旨在修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裂痕，克服环境与经济“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难题，使得探讨经济、社会、环境与技术子系统的互动机制和正和博弈成为

可能。本文首先介绍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兴起的背景，进一步对其理论基础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

进行总结，然后重点综述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

响以及经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最后，本文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与未来需要关注的

问题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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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全球生态环境危机频发，气候变化、资源能源枯竭与生态

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经济可持续转型（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成为各国追求的

目标。经济可持续转型依赖于政府、技术、市场、文化与环境系统的协同演化，旨在通过内生技术创

新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驱动目标（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ｏ

ｅｎｅｎ＆Ｔｒｕｆｆｅｒ，２０１２；Ｓｔｒａｍｂａｃｈ，２０１７）。环境问题与经济空间布局的互动关系是环境经济地理学

的学科研究起点。一方面，环境问题对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格局重塑起到了关键作用，

企业与流动性要素对环境质量偏好日益增加，激励其实现全球、跨区域空间新布局，全球低端污染产

业链向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转移成为趋势，“污染避难所效应”突出。此外，在气候经济学领

域，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将气候变化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多区域框架和球面空间角度阐明碳

排放和气候变化对空间内生经济的影响，也为研究环境影响经济空间布局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另一方面，经济地理也对环境产生着深刻的影响，《２００９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意味着经济密度增加与产业空间集聚，增加经济密度、降低运输与制度成本、消

除市场分割不仅是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全球经济集聚发展的政策工具，还有助于提高地区专业化水

平以及生产效率，并对减少全球碳排放和生态环境破坏有重要作用（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９；孙博文、雷

明，２０１８）。并且，随着垄断竞争革命下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将环境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探

讨经济集聚与环境互动关系也成为热点（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Ｌａｎｇｅ＆ Ｑｕａａｓ，２００７；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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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正式的环境经济地理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概念的提出时间并不长，在２００４

年德国科隆举行的环境经济地理学会议上被首次提出。随后，在２００７年美国举办的康涅狄格大学、

旧金山每周地理学家协会会议上，众多经济地理学者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理论发展和内

容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一定的共识（Ａｆｆｏｌｄｅｒｂａ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理论上，环境经济地理学

源于经济地理学者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尝试，旨在修复传统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

的割裂（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６；Ｓｏｙｅｚ＆Ｓｃｈｕｌｔｚ，２００８）。传统的经济地理研究体系的核心是

人文构建，排斥环境可以作为空间优化的基础，而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ｙ）的发展与演化经济学的应用，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探讨环境与经济地理的互动机制成为可

能（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８）。而且，Ｅｓｓｌｅｔｚｂｉｃｈｌｅｒ（２０１２）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应当更加强调制度与技术创新

的作用，在多区域尺度下探讨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结构变迁问题。

在最新的研究文献中，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则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研究制度与技术创新对于环境和空间经济之间协同演化（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影响；二是研究多区域尺度

下的产业集聚、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治理政策的效果；三是研究全球气候

变化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移民以及其他适应性策略；四是探讨环境经济地理学能否成为一种推动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替代经济学。结合Ａｎｇｅｌ（２００６）、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的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展望与

主题归纳，本文首先对环境经济地理学概念、理论基础和技术－经济范式（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ＴＥＰ）进行阐释。进一步，对两个核心主题进行综述：一是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

这类文献主要从经济地理的学科角度考察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与劳

动力区位选择问题。二是经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这类文献主要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城市空间结构与能耗污染、环境不平等问题等。最后，本文

对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前沿与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展望。

二、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范式变革

（一）概念界定

环境经济地理学尚未取得统一的概念界定，其学科兴起的初衷是将环境问题融合到经济地理学

分析框架，以修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割裂问题（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６）。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学者都强

调环境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环境与经济空间活动的互动机制，旨在利用制度

演化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式，解决全球环境危机下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零和博弈问题，以及实现绿

色可持续转型（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但在环境经济地理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其研究主题、理论基础、学科范式等在不同的阶段各有侧

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认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生物与物理学界的环境关联要素

均可称之为“环境”，导致环境经济地理学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教堂（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ｃｈｕｒｃｈ），

对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研究来者不拒。Ａｏｙａ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学者对研究主题进

行了总结，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变化与经济空间活动的互动影响、环境治理与环境规

制政策的应用、替代经济学（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选择以及环境不平等问题等。在理论基础上，

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６）强调生态现代化理论与规制理论的应用，Ｌａｎｇｅ＆ Ｑｕａａｓ（２００７）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

角拓展其研究空间，Ｓｏｙｅｚ＆Ｓｃｈｕｌｚ（２００８）重视多元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则基于演化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引入了协同演化、多尺度以及

多尺度协同演化三大核心概念。另外，学科的发展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变革相适应，Ｈａｙｔｅｒ

（２００８）认为环境经济地理学体现了技术－经济范式的前沿，实现了从信息通信技术－经济范式

（１９７０－２０２０）到绿色技术－经济范式（２０２０－）的转变。在国内学者中，贺灿飞、周沂（２０１７）分别基

于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划分为空间环境经济学与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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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地理学，并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为学科的发展与中国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理论基础

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主题分散，学科发展体现了经济学、地理学以及环境科学的跨学科交叉。

生态现代化理论、演化制度主义、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以及规制理论构成了环境经济地理

学的理论基础（Ａｎｇｅｌ，２０００；Ｓｐａａｒｇａ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

１．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ｎｉｃｋｅ在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６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提出，一直到１９８５年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

（ＩＩＵＧ）才明确其英文术语（Ｊｎｉｃｋｅ，１９８５）。生态现代化有利于推动工业经济向理性化的生态生产

转型（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ｗｉｔｃｈｏｖｅｒ），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其理论核心是制度内生变迁，可

以通过现代经济社会的制度转型有效避免生态危机（Ｍｏｌ，１９９５）。在宏观层面，生态现代化要求不

同经济部门实现生态化转型，微观层面鼓励企业利用新的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Ｇｏｕｌｄｓｏｎ＆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７）。

生态现代化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试图将经济、社会、技术与环境互动纳入一个逻

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关注技术创新、制度的内生变迁与技术－经济范式绿色化变革等，与环境经济地

理学的理论构建不谋而合（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０）。此外，生态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环境保

护的统一，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容性，与环境经济地理学实现“环境”与经济地理之间融合

的目标也相契合。非政府参与者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制度创新更强调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转变，而且已经证实了应对型的命令控制策略在解决环境恶化问题上的低效率性，社会公众、

环境ＮＧＯｓ等非政府参与者将在全球环境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Ｓｐａａｒｇａｒｅｎ＆ Ｍｏｌ，１９９２；

Ｍｏｌ，１９９５）。一个有意义的国际实践是“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人文因素计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ＨＤＰ）的实施，其充分吸收了生

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将生态保护因素与生产消费系统深度融合，推动了现代生产的生态理性化

（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６）。此外，推动国家生态现代化战略、改革环境治理模式以及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也

不断成为中国应用生态现代化理论重要实践方向（金书秦等，２０１１）。

２．演化制度主义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演化制度主义通过探讨经济时空演化（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与经济－非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将“环境”因素融入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赋予了

生态现代化更深刻的理论内涵（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０）。这不仅突破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技术变革”影响绿

色发展的研究边界，也拓展了以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工业生态学理论的局限，廓清了环

境与经济地理的互动演化机制（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演化制度主义认为新古典经济完全理性、完全竞争

以及静态均衡的假设脱离现实，因此放弃了“理性人”假设，取而代之以“有限理性”假设，探讨经济社

会演化对工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在制度、经济、社会与技术互动作用下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

创新的作用（Ｈｏｄｇｓｏｎ＆Ｋｎｕｄｓｅｎ，２０１０）。

演化制度主义的整合、时空和创新特征成为其与环境经济地理学融合的关键。引入环境要素对

不同子学科之间互动演化规律进行“整合”，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制度“时空”变迁，推动环境经济地

理学实现技术－经济范式（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ＥＰ）的绿色变革（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演化制度

主义克服了传统经济地理分析中的经济与环境“零和博弈”难题，通过引入制度演化与技术创新，实

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携手并进”，调和了环境与经济地理系统的不兼容，弥合了自然地理与

人文地理割裂。不局限于企业层面的Ｒ＆Ｄ投入和技术转让，演化制度主义还寻求更大地理尺度的

规模经济与分工深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体现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多尺度地理空间的研究范围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

３．新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环境经济地理学根植于经济地理学理论，其学科构建自

然依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经济集聚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

负外部性，而且和环境污染相对应的环境规制政策也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产生影响，环境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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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一种互动内生的关系（Ｍｕｌａｔ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ａｒｃｏｎｉ，２０１２）。与之相同的是，环境

经济地理学不仅关注这种互动内生关系，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尺度，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环境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ＧＶＣ）、全球生产网络（ＧＰＮ）的互动机制（Ｓｔｒａｍｂａｃｈ＆Ｓｕｒｍｅｉｅｒ，

２０１８）。另一方面，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指出，虽然环境经济地理学在演化经济地理学蓬勃发展

的势头中黯然失色，但其所采用的经济社会演化分析框架正是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除此之外，两

者的关联之处还体现在重视制度分析方法、强调循环累积因果与路径依赖、重视技术创新以及多尺

度政策分析（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０）。值得一提的是，演化经济地理学早期和新近的研究都很少关注环境议

题（Ｂｏｓｃｈｍａ＆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两者的英文简称都是ＥＥＧ，因此被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形象地称之为从环境经济地理学

（ＥＥＧ１）到演化经济地理学（ＥＥＧ２）的“乘数”融合阶段，故称之为ＥＥＧ２（ＥＥＧ１×ＥＥＧ２）。而且，较

早的学者已经指出，这一融合顺理成章，无须重构分析范式以实现经济地理学所谓的另一次“转向”

（Ｇｒａｂｈｅｒ，２００９）。

４．规制理论与规制经济学。Ｂｏｙｅｒ＆Ｓａ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０２）指出，规制理论（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是指规

制部门对特定行业产品定价、产业进入与退出、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监督管

理，探讨政府治理结构、政策执行与组织控制等对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的影响。技术－经济范式是

规制理论与环境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连接点，环境经济地理学认为技术内生于制度演化，新的制度形

式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伴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变革而发展。

此外，现代规制理论或规制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认为公共品、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

对称等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已经成为政府规制的前提，而环境负外部性则要求政府出台一定的环境

规制政策（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１）。环境经济地理学同样也提倡环境政策的应用，如碳交易、环境税、环境治

理与污染规制等，以实现环境负外部性的内部化（Ｂｌｏｃｈ＆Ｋｅｉｌ，１９９１；Ｓｏｙｅｚ＆Ｓｃｈｕｌｚ，２００８）。只不

过在克服市场失灵的理论逻辑中，环境经济地理更倾向于采用演化制度主义的思维，而非新古典范

式。不足之处在于，演化制度主义对于市场结构、企业经营绩效以及政府规制下的企业策略互动与

博弈问题关注较少。相比而言，规制经济学能更多应用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使用博弈论以

及企业激励理论，对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进行研究，拓展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比如

将“政府环境规制与治理政策”、“企业激励行为”、“非完全竞争下的企业策略互动”、“政府－企业－

社会主题的演化博弈”以及“企业经营绩效”等问题纳入研究计划中（Ｂｏｙｅｒ＆Ｓａｉｌｌａｒｄ，２００２；Ｈａｙ

ｔｅｒ，２００８）。但Ａｎｇｅｌ（２０００）、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６）指出，规制理论更多地关注政府规制对生产模式与消费累

积体制的影响，忽略了“创新”这一环境经济地理学中的关键要素，未来有必要对相关研究问题进行

查漏补缺。

（三）范式变革

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是制度演化与技术创新，伴随着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与一系列

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动态适应。环境经济地理学更多借鉴了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

理论（Ｋｏｎｄｒａｔｉｅｆｆｃｙｃｌｅ），认为技术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技术发展的周期决定了生产力周

期，表现为大约５０年左右的周期波动蕴含了技术－经济范式的一次次变革。基于此，Ｈａｙｔｅｒ＆Ｌｅ

Ｈｅｒｏｎ（２００２）将其划分为工业革命ＴＥＰ（１７６０－１９２０）、福特主义ＴＥＰ（１９２０－１９７０）、信息和通信技

术ＴＥＰ（１９７０－２０２０）三大阶段，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认为未来将朝向绿色ＴＥＰ阶段（２０２０－）演变，环境经

济地理学从而也与绿色ＴＥＰ相匹配。

绿色技术－经济范式（ｇｒｅｅｎＴＥＰ）将环境与经济协同演化视为发展逻辑，是对前三阶段技术－

经济范式的递进。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公共资源的私有属性（甚至包括海岸线），对

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置若罔闻，环境问题研究比较边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与经济全

球化推进，在福特主义时代，跨国公司（ＭＮＣｓ）成为产业组织发展的主导力量，廉价的自然资源为全

球大规模、标准化以及流程化的生产提供原材料支持，但遗憾的是，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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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未能体现，结果资源的过度消耗引发了资源枯竭与环境退化问题（Ｃａｒｓｏｎ，１９６２）。这一情况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得到了重视，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电子废弃物加剧了

生态污染，引发了全球环境ＮＧＯｓ的反对浪潮。

与早期的技术－经济范式比较，绿色ＴＥＰ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可持续发

展政策的出台，企业与市场将在环境压力下实现绿色化转型，有效克服市场失灵与企业组织失灵的

“双失灵”难题。在整个技术－经济范式演变中，土地、海洋以及空气等共有资源的产权界定问题贯

穿始终，实现了从共有财产私有化、政府规制共有财产到绿色 ＴＥＰ下公私产权并存的阶段演变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全球性的环保ＮＧＯｓ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实现了从“政治对抗”向“生产监督”的角

色转变。环境问题波及范围出现了“地方→全球→本地”的方向转变，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

环境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不仅对本地与本国经济产生影响，还通过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波及全球，而

绿色ＴＥＰ则更关注更小地理尺度的本地环境污染问题（Ｓｃｈｕｌｚ，２００２）。与之相对的是，环境规制政

策则从一国之内拓展到了全球范围，绿色ＴＥＰ也将更加重视多地理尺度的环境治理。未来依托绿

色技术－经济范式，通过制定科学规则、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系统的非零和博

弈，将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基础。

三、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

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核心主题之一。早期的经济地理学重

视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描述，很少探讨环境污染对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与新

经济地理学关于环境污染影响产业集聚、劳动力区位选择、“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研究，将成为环境经

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借鉴。

（一）环境污染与产业集聚

经济地理学更倾向于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资源

禀赋决定。随着西方经济学垄断竞争革命的兴起，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垄断竞争、规模递增、产品差

异化以及运输成本等因素，为企业或者产业的空间布局内生化提供了理论基础（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Ｆｕ

ｊｉ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Ｃｏｍｂ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引入“环境”要素，以及

“内生”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基础。

１．环境问题被众多学者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之中，探讨污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在将环境

负外部性视为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之前，大多数学者关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带来的工业“灾变式”

集聚现象。Ｊｕｎｉｕｓ（１９９６）则较早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产业集聚并非不受限制的问题，指出循环累积

因果机制可能会被较高租金、负向自我预期（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以及拥挤效应所抵

消，阻碍产业的完全集聚。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结论往往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模型和假设条件有

关，比如，Ｂｒａ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Ｑｕａａｓ＆Ｌａｎｇｅ（２００４）将环境因素引入到了经典的Ｋｒｕｇｍａｎ中心外

围模型（ＣＰ），发现环境负外部性纠正了ＣＰ模型中的“灾变式”集聚现象，更符合大部分企业集聚在

一个地区而少量企业集聚在另一个地区的现实集聚状态。而在其后的研究中，Ｌａｎｇｅ＆ Ｑｕａａｓ

（２００７）进一步放松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假设，发现环境污染提高了集聚状态的不稳定性，最

终形成了中心－外围、部分集聚以及对称结构等三种空间均衡稳态结构。进一步，在引入动态前瞻

预期（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ｅｘｐｅｃｔｉｏｎｓ）之后，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９）认为存在环境负外部性引发的追逐－逃离

模式（ｃｈａｓｅａｎｄｆｌ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很小的环境损害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可能引发产业空间模式的巨变，而

且在要素与企业流动的假设下，空间模式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当地环境污染的绝对水平，而是与不同

地区相对污染程度有关。

２．环境规制是实现污染企业空间最优布局的必要工具。在环境负外部性较为严重的背景下，

产业难以实现最优空间布局，Ｗｕ＆Ｒｅｉｍｅｒ（２０１６）发现污染企业不仅效率偏低，而且其环境负外部

性会导致产业空间分布偏离社会最优水平，因此有必要对污染企业进行环境规制。Ｅｌ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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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ｎ（２００４）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产品和制造业的两部门国际贸易模型，放松了熟练劳动力自由流动的

假设，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污染负外部性，不利于产业的进一步集群。从影响模式来看，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２００９）探讨了环境税的作用，发现其微小变动将会给产业空间布局带来巨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完

全集聚、企业与消费者分离、完全分散以及其他多种最优空间布局。环境规制还可能通过促进产业

集聚而加剧污染，结果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Ｃａｌｍｅｔｔｅ＆Ｐéｃｈｏｕｘ（２００７）将环境污染与环境政策纳

入经济地理模型之中，发现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反过来激励企业通过进一步空间集

聚，通过规模经济降低运输成本，结果促进产业进一步空间集聚并加剧了环境污染。

（二）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

产业空间布局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企业和生产要素的区位选择与跨区流动，新古典经济学较多

地探讨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转移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效应”。

１．环境规制具有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在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国际贸

易理论中，环境污染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损害了地方比较优势。如果地方实施环境规制政

策，那么污染企业需要支付一笔污染治理成本，这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价格竞争力。发达国家环境规

制要严于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企业也会向环境规制标准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Ｗａｌｔｅｒ＆ Ｕｇｅ

ｌｏｗ（１９７９）将其称之为“污染避难所假说”（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ＰＨＨ）。而且在自由贸易条

件下，“穷国”将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进而成为污染品的净出口国，而“富

国”将专门从事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进而成为污染品的净进口国（Ｃｏｌｅ，２００４）。严苛

的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合规成本压力，对企业的生存带来挑战，成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的直接

原因（Ｌｏｆｇ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实证研究中，在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企业区位选择方面，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８）、Ｓｈｏｆｗａｎ＆Ｆｏｎｇ（２０１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污染避难所效应，而且结论的显著性

与产业规模、环境管制、要素禀赋及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Ｂａｇａｙｅｖ＆Ｌｏｃｈａｒｄ，２０１７）。也有学

者发现，一国不同地区环境标准差异也会影响企业选址决策，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２）、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Ｋｉｍ

（２００８）发现环境规制对工业选址的选择存在负面影响，严格的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迁入成本，降

低了污染企业的迁入概率。

２．地方环境规制“逐底竞争”是污染避难所的制度动因。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的地方竞争理论指出，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劳动力、资本等流动性资源而展开横向竞争，倾向于通过财税、土地、规制等政策

手段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环境规制作为地方政府可以掌控的手段，不可避免地成为竞争流动性

资源的工具（Ｂａｎｚｈａｆ＆ Ｗａｌｓｈ，２００８）。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拥有执行环境规制的自由裁量权，为

了吸引流动性资源可以降低环境规制标准，其他地区会模仿邻近地区的环境政策，结果陷入了“逐底

竞争”（ｒａｃｅｔｏｂｏｔｔｏｍ）的恶性循环（Ｏｔａｔｅｓ＆Ｓｃｈｗａｂ，１９８８）。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考核机制

不同，Ｑｉａｎ＆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３）认为中国的标尺竞争来自“自上而下”的经济与政治考核机制，而且认为

这一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强化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税收竞争、政治晋升以及就业负担成为

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激励。除了降低环境标准，逐底竞争还可能加剧地方腐败，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１）、Ｔｒｅ

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难以监督地方环境规制执行，很容易被污染企业

“俘获”。

３．环境规制也可能具有促进技术创新的“波特效应”。经济地理学对技术创新问题研究较少，

而探讨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则体现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内在逻辑。波特等（Ｐｏｒｔｅｒ＆Ｌｉｎｄｅ，

１９９５）提出环境规制促进技术创新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提高了企业合规成本，降低了企

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但也可能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这一创新补偿效应可以部分甚至全

部抵消环保治理成本。与环境经济地理学重视技术创新的制度驱动不同，在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分析

框架下，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是通过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Ａｍｂｅｃ＆Ｂａｒｌａ，２００２）、规制创新机

会（Ｍｏｈｒ，２００２）和竞争者策略互动（Ｓｉｍｐｓｏｎ＆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１９９６）等实现的。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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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规制成本的压力，导致企业缺乏迁移的激励，进而使得污染避难所效应不显著。

除此之外，地区产业集聚租（Ｆｅｄ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０）、异地基础设施配套的落后（Ｃｏ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也会抑制

企业的迁移，提高其对本地环境污染的耐受力，导致“污染避难所效应”不显著。

（三）环境与劳动力区位选择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者很少关注劳动者的区位选择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与技术－经济

范式的演进，绿色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工业生产也对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绿色转型等可持续发

展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遵循这一范式，环境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劳动就业的区位选择问题。

一方面，“环境”治理与环保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吸引一大批就业，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污染密集

型行业的就业增加，而在发达地区则实现了绿色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提高，异质性劳动力将跟随

行业分布而实现跨区流动（Ｂｅｚｃｌｅ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Ｍａｒｘ（２０００）发现，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甚

至导致其破产以及引发失业，但环境规制倒逼环保技术研发以及促进环保行业快速发展，增加环保

企业就业，最终就业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就业创造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２）将其

总结为成本效应、需求效应以及要素替换效应，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的生

产成本，企业为了达到相同的产出水平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提高了劳动力需求并增加了就

业，这就是所谓的“成本效应”（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但是，若环境规制成本提高了产出价格，则会抑制消费

者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企业也将减少相应行业的劳动力投入，这被称为“需求效应”（ｄｅｍ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此外，治污投入可能比传统的生产性投入更偏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将替代劳动力，就业岗位减少，

进而产生“要素替换效应”（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ｉｆｔｅｆｆｅｃｔ）。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愈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高质量的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成为吸引劳动力区位

选择的重要因素。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暴露于污染风险中的概率，在其他条件既

定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暴露水平越高，健康风险和健康危害越大（Ｃｏｎｅｕｓ＆Ｓｐｉｅｂ，２０１２），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健康以及降低劳动生产率。Ｚｉｖｉｎ＆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基于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

臭氧浓度增加１０ｐｐｂ降低了美国５．５％的农业生产率。２００７年，国际迁移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Ｍ）对“环境迁移”（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进行了定义，认为环境污染

或环境变化是影响居民环境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居住条件受到各种突发或渐进环境变化影响

下，居民将选择暂时或者永久离开常住地，在国内另选他地或者移民国外。Ｇａｗａｎ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估

计了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间美国人口净迁移与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人均收入超过

１６４６０美元时，为了远离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人们选择迁出该地区。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Ｒａｕｓｃｈｅｒ

（２００９）研究发现，人们会选择居住在距离工厂较远的地区，倾向居住在环境更加优美的地区，生产与

消费所在地实现了空间分离。环境规制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影响存在差异，低技能劳动力更愿意忍受

环境问题而选择就业，高技能劳动能力则对环境公共产品要求更高，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发现环境治理绩

效提升了本地城市的宜居性，更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

四、经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

经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是环境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以产业集聚、人口与要

素集聚、城市化为代表的经济集聚式发展是经济空间活动发展的高级化和一般规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２００９）。经济集聚环境效应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其理论基础离不开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提

出的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Ｋｕｚｎｅｔｓｃｕｒｖｅ，ＥＫＣ）的应用及拓展。此外，在新经济

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产业集聚也将通过外部性发挥，影响能源环境与碳排放。从城市层面来看，紧凑

的城市结构对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成为热点。环境不平等问题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方向。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工业革命到福特主义大生产，再到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时代，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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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得到重视。在整个环境保护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经济地理学者不仅关注企业污染排放、生产技

术与生产流程变革以及特定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还更加强调不合理的经济活

动的空间布局、资源空间错配对环境带来的损害。在古典环境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中，明

晰环境、土地与海岸线以及其他共有财产的所有权属性，通过市场定价，成为实现环境负外部性内部

化的最优方案。相比之下，环境经济地理学则探讨经济活动如何通过制度演化、技术创新以降低环

境损害，体现出了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转向。

较早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来自国际贸易领域。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通

过探讨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的环境影响发现，一国收入水平与环境污染存在一种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Ｕ”关系，在开始人均收入较低的阶段，其会加剧环境污染，当人均收入达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的转折

点时，环境质量将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改善，被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后，围绕着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是否存在的检验层出不穷，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很多文献都开始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

行经验分析和各种解释。其中，一支文献从国际层面关注经济增长、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化、外商直

接投资等影响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环境目标也从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

氧化碳等污染物拓展到二氧化碳排放（Ｓｅｌｄｅｎ＆Ｓｏｎｇ，１９９４；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Ｈａｍｍｉｇ，２００１）。另一支

文献则对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总体上，研究结论莫衷一是，

大量研究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Ｇａｌｅｏｔｔｉ＆Ｌａｎｚａ（２００５）运用全球１００个国家２５年的面

板数据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Ｄｅｓｔｅｋ＆Ｓａｒｋｏｄｉｅ（２０１９）基于１１个新兴工业国家１９７７

－２０１３年间的数据，发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的“倒Ｕ”型关系。但部分学者基于非参估计、半参

估计以及ＳＵＲ模型等不同估计方法，却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能不存在（Ａｚｏｍａ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Ｈ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２００９；Ｗａｇ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依赖于一系列的外部约束

条件，包括经济发达程度、环境规制、能源政策、需求收入弹性以及其他制度因素等（Ｌｕｚｚａｔ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本质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技术效应是关键影响因素，而且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依赖于不同地理尺度下经济与环境的空间关联特征（Ａｎｓｅｌｉｎ＆ Ｇｅｔｉｓ，１９９２）。自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机制分解为规模效应（ｓｃａｌｅｅｆｆｅｃｔ）、技术效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ｅｆｆｅｃｔ）和结构效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以来，很多学者试图对不同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并将其结

论视为政策指南。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７）对美国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间工业污染物排放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导致污染排放量累计下降６０％，其中规模效应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

了８７％，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则分别导致污染物排放降低９０％和５７％。技术创新效应是污染减排

的关键，暗含了环境经济地理学通过内生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逻辑。此外，经济活动与环

境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不可忽视，Ｐｏ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认为经济收入、企业空间布局和污染治理投资都

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特征，若不考虑这一空间关联特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拟合可能会失去现实

基础，所以空间计量模型回归成为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重要方向。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６）基于空

间滞后模型（ＳＬＭ）检验了跨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发现人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

放量都与相邻国家有空间关联特征，若忽视空间滞后变量，则会带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估计出现偏

误。Ｒｕｐａｓｉｎｇ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使用过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利用美国的县级截面数据，探讨了经济增长

与环境污染关系，证实了空间计量模型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结果更加稳健。在此基础上，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将更强调技术创新与空间关联特征。

（二）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伴随着经济密度增加与产业空间集聚，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对应着不同的人

力资本、研发活动强度和基础设施，经济集聚的外部性水平也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相关（Ｉｎｇｓｔｒｕｐ＆

Ｄａｍ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３）。经济地理学者时常探讨经济活动组织的空间布局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关系问

题，而且更重视对现实的描述。其中，Ｖｉｒｋａｎｅｎ（１９９８）基于芬兰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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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区中的大气和水污染水平更高。此外，在城市空间内部，Ｖｅｒｈｏｅｆ＆Ｎｉｊｋａｍｐ（２００２）构建了空

间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欧洲城市数据，从外部性的角度讨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现产业集

聚与空气污染呈正相关。有的学者甚至发现了两者之间互相促进的“恶性循环”关系，Ｃａｌｍｅｔｔｅ＆

Ｐéｃｈｏｕｘ（２００７）发现产业集聚与污染互相促进，污染和环境政策均无法阻止产业集聚，环境政策提高

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激励企业通过集聚降低运输成本，进一步的产业集聚加剧了全球污染。

由于缺乏计算机辅助计算以及垄断竞争与规模递增的分析工具，经济地理学者很少关注经济集

聚或者产业集聚与污染之间的内在机制。产业集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企业的地理集中与数

量增加加速了本地资源的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与此同时也会通过规模效应

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与环境治理成本，进而改善环境，从而具有规模经济外部性。早期的研究

更关注集聚的正外部性探讨，大都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框架下探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劳动力蓄池效

应、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研发溢出等正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则很少关注。一直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借助于计算机模拟、规模递增、垄断竞争等分析工具和理论，经济活

动的内生布局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沿（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Ｆｕｊｉ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研究内容更加重视产

业集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过度竞争以及公共产品保障不足等负外部性问题，试图在产业

集聚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权衡中探讨最优经济规模问题。

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思路中，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虽然带来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但会通过一

系列正外部性机制的发挥实现单位空间污染物减排。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１）研究发现，工业

污染物排放随着工业规模增加而递减，规模经济有助于降低重复建设引起的固定污染成本和污染排

放水平。这一效应依赖于一定的外部约束条件。Ｗａｎｇ＆ Ｗｈｅｅｌｅｒ（２００５）基于中国省级环境数据研

究发现，产业的空间集聚具有削减污染的规模经济，政府激励、环境规制政策、污染治理成本以及政

企博弈会对集聚的污染减排效果产生影响。这都与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密切相关。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Ｐｕｇａ（２００４）将其概括为“分享”、“匹配”与“学习”效应。在“分享”效应中，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齐全，有助于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从而节约生产成本和能源

利用成本，降低生产要素与能源要素投入。此外，在“匹配”效应中，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供

需匹配，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以及环境改善（Ｂｒüｌｈａｒｔ＆ Ｍａｔｈｙｓ，２００８）。最后，

“学习”效应能通过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污染减排。Ｅｈｒ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Ｏｔｓｕ

ｋ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分别发现了产业集聚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能源效率提升的证据。在技术创新方面，“学

习”机制的发挥在本地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中表现不同（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２；Ｊａｃｏｂｓ，２０１６），本地化经济可

以增进企业间、行业间的技术和知识模仿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而城市化经济则可以促进不同

行业间多样化的技术和知识溢出，从而提高生产率。Ｔｖｅｔｅｒａｓ＆Ｂａｔｔｅｓｅ（２００６）、Ｙａｍａｍｕｒａ＆Ｓｈｉｎ

（２００７）发现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的企业均可以通过共享行业内或行业间知识溢出促进企业知识共

享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清洁技术扩散以及促进区域内污染减排。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知识溢出与学习机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并能够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节约资源降低污染。环境经济地理学同样关注技术创新的内生问题，与新经济地

理学具有比较类似的研究切入点。但在研究逻辑上，环境经济地理学则与产业集群的生态系统演化

更加接近，尤其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产业集群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波特则通过提

出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将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Ｍｙｔｅｌｋａ＆Ｆａｒ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０）认为建

立创新集群与创新体系能够维持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并将产业集群划分为正式群、有组织群以及创

新群等。Ｍａｌｅｒｂａ（２００２）认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依赖于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或者产业集群，

遵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或者演化经济学中的遗传、变异、选择过程，通过组织演化、科学技术、经济发

展、创新文化与创新政策等多主体的制度演化过程实现产业集群系统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讲，未来

环境经济地理学有必要将产业集群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一步探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环

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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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空间结构与能耗污染

在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研究主题中，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环境效应不应被忽视。

城市空间结构主要是指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表现为城市规模、形态、密度、功能布局、土地利用与交

通网络的互动关系。由于城市治理与城市规划不科学，很多城市的非农以及非天然用地使用率高于

人口增长，使得城市呈现出“摊大饼”式蔓延发展，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更多的能耗，增加了城

市的污染排放（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ａｍｉ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土地资源匮乏、人口集中、拥挤效应加剧，Ｄａｎｔｚｉｎｇ＆Ｓａｔｔｙ

（１９７３）最早提出了“紧凑城市”的想法，认为紧凑城市通过提高职住密度，减少了居民通勤距离以及

对私家车的依赖，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降低污染以及改善城市空气质量（Ｂｏｒｒｅｇ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而且

更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紧凑型城市的能耗降低与污染减排效应大都是通过影响交通来实现的，降

低了对交通工具的依赖，有利于节约能源与降低碳排放（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比如Ｅｒｌｉｎｇ＆Ｉｎｇ

ｒｉｄ（２００５）基于挪威的数据研究发现，紧凑城市居民倾向于选择飞机出行；Ｇｌａｓｅｒ＆Ｋａｈｎ（２０１０）对美

国家庭出行的研究发现，更大的居住密度降低了私家车出行；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以中国公共交通出

行为对象研究发现，人口密度越大，出租车碳排放以及公共汽车碳排放强度更低。随着现代信息技

术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依托于新技术平台的创新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如火如

荼，城市经济规模、土地利用以及交通出行将得到进一步优化，重塑了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地

理。城市环境治理与宜居城市建设实际上继承了福特主义时代城市规划人员的环境意识的最早觉

醒（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０８），体现了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从福特主义技术－经济范式（ＦｏｒｄｉｓｍＴＥＰ）向绿色

技术－经济范式（ｇｒｅｅｎＴＥＰ）演变的一贯逻辑。

（四）环境（空间）不平等问题

环境（空间）不平等意味着不同地区社会群体遭受了不公平的环境污染损害。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拓展了环境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切入探讨了环境政策或者区域政策所带来的

环境不平等问题。环境空间不平等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

的环境污染暴露差异。Ｗａｌｔｅｒ＆ Ｕｇｅｌｏｗ（１９７９）所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加剧发达国家和欠发

达国家之间环境不平等的重要体现，穷国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不得已而从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

型产品的生产，成为污染品的净出口国，发达国家则成为污染密集产品的净进口国。除了产品生产，

欠发达国家往往也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废品以及其他垃圾的转移地，这虽然提高了欠发达地区经济收

益，但也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环境损失（Ａｄｅｏｌａ，２０００）。

此外，在一国之内，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也遭受着不同的环境污染暴露风险，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ｎ＆

Ｍａ（２０１２）认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遭受了更多的环境暴露不平等。环境不平等有可能加剧收入不

平等，损害社会福利。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认为环境不平等不单纯意味着环境质量的差异，而是降

低了长期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剧了健康不平等以及长期收入不平等的风险。

五、总结与展望

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变革，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始进入新时期，将更多地考虑全球

环境问题向新的绿色技术－经济范式转型。本文首先总结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概念、理论基础和技术

－经济范式变革，然后重点讨论了两个研究方向，分别是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以及经

济（空间）活动的环境效应，两者分别被贺灿飞、周沂（２０１６）称之为狭义的经济地理学与空间环境

经济学。对以上两个主题进行研究并非环境经济地理学的专属，相关文献散落在经济地理学、环

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等学科体系之中。而环境经济地理学的优势在于将环境因

素纳入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依托绿色技术经济分析范式，探讨经济、社会、环境与技术之间互动

演化作用，以及多主体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可能性，旨在以制度与技术创新消除自然地理与人文地

理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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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地理学将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方向。在理论上，环境经济地理学正在逐渐与演

化经济地理学深度融合，引出了协同演化（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多尺度（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和多尺度协同演化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三大概念创新（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在协同演化方面，环境经济

地理学更加关注产业集群的路径依赖特征，旨在打破区域和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锁定”（ｌｏｃｋｉｎ），

实现突变和创新。在多尺度方面，其不仅关注跨区域地理尺度，还将深化对跨“主体”、跨“价值理念”

以及跨“权力约束”的环境协同治理，通过责任、影响和权力塑造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在多尺度协

同演化中，环境经济地理学有必要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ＧＶＣ）和全球生产网络（ＧＰＮ）等概念纳

入区域环境治理的政策框架中，实现跨国公司设计、生产、分销和回收产品等过程中废物材料、能量

和毒素排放的控制，以及探寻企业生产资料的循环利用，并将其拓展为全球价值链周期（Ｓｅｕｒｉｎｇ＆

Ｍｌｌｅｒ，２００８）。

全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将对未来人类经济活

动产生深刻的影响，环境经济地理学发展面临重要机遇。遵循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逻辑，未来有

必要围绕以下多个主题深入研究：

第一，应用演化经济学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等理论工具。演化经济学将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

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已经成为解释经济学现实的全新范式。未来有必要引入演

化经济学理论工具，更加重视制度演化与技术创新在实现环境与经济良性互动中的动力基础（Ｈａｙ

ｔｅｒ，２００８；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引入绿色技术－经济范式为分析平台，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以及全

球生产网络等全球经济活动和环境互动关系进行探讨（Ｐａ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ｙｔｅｒ，２０１３）。

第二，研究多尺度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环境效应是以往关注的焦点，未

来应当更加重视城市空间结构对环境污染与碳排放的影响，提高城市治理能力（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第三，多尺度实证检验“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关注全球层面的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之

外，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一国之内环境标准差异所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效应。

第四，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制度差异。除了在标准国际贸易框架下关注国际贸易一

体化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问题外，还应当重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制度差异。

此外，也需要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经济活动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这是检验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存在性的重要方向（Ｐｏ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第五，探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性政策。政府适应性规划、风险预期以及企业的决策等因素都有

助于实现制造企业从“对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到“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的适应性转变。Ｈｕ＆ Ｈａｓｓｉｎｋ（２０１７）

强调了适应性的重要性，强调关注气候变化对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的重塑以及全球气候变暖

下海平面上升的适应性规划问题。

第六，研究环境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于国际分工的影响，穷国和富国的环境压力和

迁移能力不尽相同，国际分工使“南－北”之间存在多纬度的“环境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

究还十分有限。在平衡环境治理与生存发展权的基础上，有必要评估与解决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

区之间的环境污染暴露差异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Ｂｒａ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随着中国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

展阶段，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绿色转型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特色财政联

邦主义制度背景下，关注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制度动因（Ｑｉａｎ＆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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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李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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